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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：姜琦是曾在西北联大任教任职的我国著名教育家。全面抗战时期，姜琦坚决反对将“平时 教 育”

和“战时教育”割裂为二，强调教育哲学的持续研究并形成成熟的教育哲学思想。面对民族存亡的危急关 头，

突出对国民道德教育基本理论的系 统 研 究。针 对 当 时 中 国 教 育 存 在 的 弊 端，提 出 改 进 国 家 教 育 设 施 的 具 体

对策等。全面抗战时期是姜琦教育思想 渐 趋 成 熟 的 重 要 阶 段，展 现 出 其 在 宽 广 的 世 界 眼 光 中 积 极 探 索 和 勇

于构建中国化教育思想与实践的高度使命自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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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姜琦（１８８６—１９５１年），字伯韩，浙江永嘉人，我

国著名教育家。早年留学日本和美国，归国后先后

在多所高校任教任职并被聘为多所高等学校校长。

全面抗战时期，任西北联合大学、西北大学教授兼教

务长、注册主任及先修班主任。作为现代学科，教育

学和教育哲学兴起于近现代的西方。姜琦是我国最

早研究教育学特别是教育哲学的学者之一，早在２０
世纪初即提出“研究新教育之要件有三：（一）介绍，
（二）批评，（三）发明，……当更益之以发明”［１］，毕生

致力于自觉探索、构建和推进中国教育思想与实践

的独特发展道路。他虽因受时代条件限制而坚持以

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教育思想的基本原则，但又积

极借鉴和采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基本

理论，展现出思想的独特个性。遗憾的是，新中国成

立后，他被视为“国民党反动派”［２］而未受到应有的

重视；改革开放以来，学术界对其教育思想所作出的

考察依然十分薄弱。全面抗战时期是姜琦教育思想

渐趋成熟的重要阶段，特别是其在宽广的世界眼光

中将教育思想与实践进行“中国化”探索和构建的思

想尤其值得注意。

一、构 建 教 育 哲 学“没 有 所 谓‘平 时’和

‘战时’之分”

“七七事变”爆发后，随着全国抗战序幕的拉开，

对于中国教 育 应 当 采 取 何 种 对 策 及 其 发 展 方 向 问

题，当时社会各界产生了很大分歧。面对中国教育

何去何从的争论，姜琦坚决反对中断平时教育而紧

急采取一种全新的战时特殊教育的看法，坚持主张

国家教育不应受到“战时”或“平时”的左右，而应有

“一贯的基本精神”，“凡是教育的实施方法，都应该

以此为依皈”［３］。

姜琦认为，平时教育原本就应包括战时教育的

必要内容，战 时 教 育 应 是 平 时 教 育 的 组 成 部 分，即

“战时即平时”“平 时 即 战 时”，要 把“‘平 时 教 育’和

‘战时教育’打成一片，始终一贯地以三民主义为中

华民国教育的基本精神”；倘若“一旦碰到抗战才去



谈‘战时教育’，那么，这不啻像‘临时抱佛脚’一般；
复次，一旦缓和外侮，又来讲所谓‘平时教育’，那么，
这不啻好像‘贼去紧关门’一般”。他还指出，战争时

期应当更加强调民族主义教育，但中国教育的基本

精神“三民主义”的内涵是丰富的，不仅包括民族的

独立与解放、社会、政治与经济的发展，而且包括“国
际正义”“人类和平”“大同主义”的内容，因此，对于

“只高唱狭义的民族主义”的战时教育，姜琦表示极

力反对［３］［４］。
针对当时出现的急功近利式的战时特殊教育观

点，姜琦特别强调，“我们越碰着战时，我们越需要教

育哲学”。他强调，“原来教育哲学本来是为着解决

全时代教育 上 所 有 的 一 切 矛 盾 和 纠 纷 而 有 所 需 要

的”，当时的中国教育在平时尚且存在诸多不足，战

时“教 育 上 一 切 矛 盾 和 纠 纷 比 之 所 谓 平 时 越 加 发

现”，因此教育哲学的构建“更没有所谓‘平时’和‘战
时’之分”，“尤其在这国难到达极严重的时节……越

要继续不断地做下去”［３］［５］。
姜琦在２０世纪初即开始发表教育学特别是教

育哲学的研究论著，特别是１９３３年出版的《教育哲

学》，系统地 论 述 和 阐 发 了 自 己 关 于 教 育 哲 学 的 观

点，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。在此书中，姜琦将马克思

的唯物史观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相结合，提出“教育

的目的是以民生或社会生产力为本质，以世界大同

为究竟”的论断，认定此书在本质上是一部“民生史

观”或“唯物史观”的教育哲学［６］（Ｐ８９、２３８－２３９）。
全面 抗 战 爆 发 后，姜 琦 对 于 构 建“教 育 哲 学 体

系”更加自觉和明确［５］，并对《教育哲学》中的核心观

点进行了重要修正，最终形成了自己成熟的教育哲

学思想。
一是在教育本质上，修正教育本质是民生或社

会生产力论断，明确规定“教育之本质是民生”。他

指出，按照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，“民生是社会进

化的重心，社会进化又是历史的重心，归结到历史的

重心是民生”，“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，就是经济的中

心，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”，而“民生”包涵“人民的

生活、社会的生存、国民的生计、群众的生命”等丰富

内容，这“不但否定马克思认为经济（即物质）是一切

事物（教育当然也被包括在内）之最后的决定要素，
并且可以使我们推论起来而认为杜威的‘教育就是

生活’这种主张还有商榷的余地”，因而姜琦提出“教
育之本质是民生；再短简地说：‘教育就是民生’”［７］。

二是在方法论上，在反思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

法基础上，提出“实践的民生的辩证法”。姜琦强调，

教育哲学不必过于纠缠哲学“本体”，而应更加关注

“本体的属性———发展、变化、生长、消 灭 等 等，而 约

称之为‘生’”。所以，“我在宇宙观上称为‘唯生论’，
在社会观 与 历 史 观 上 称 为‘民 生 史 观’或‘唯 生 史

观’，在方法论上称为‘民生的辩证法’或‘唯生的辩

证法’”。而所谓“实践”，除与“理论”相对的涵义外，
“与所谓‘特殊的’相近”———“照顾着中国社会自身

所固有的特殊性而实践着，所以我再进一步地把它

称为‘实践的民生的辩证法’或‘实践的唯生的辩证

法’”［５］。
三是在“实行程序”上，提出“从每一个被教育者

自己所固有的性能做出发点，逐渐地进入于成人社

会底阶段”。姜琦认为，历史是人类的连续，社会是

人类的集合，民生所谓“生活、生存、生计或生命，这

些都不是纯个人的，乃一定是人民的、社会的、国民

的或群众的（即民族的）”，因而三民主义教育哲学不

同于以“个人主义”为前提的欧美教育哲学，它是“集
体主义”，“处 处 以 集 体 为 前 提，以 组 织 为 手 段”，但

“并非牺牲个人人格，积极地说，它却是很尊重个人

意志的”。因而，三民主义教育哲学“一面要适应个

性差异，一面要适应社会需要；合言之，它认为‘个性

差异’与‘社 会 需 要’二 者 可 以 相 互 综 合 的。不 过，
……在整个的教育之过程上看来，个人究竟只是教

育底起点，而社会却是教育底目的”［７］［８］。

二、积极探索“德 育 原 理”与“教 育 设 施”
的理论与实践

随着中国教育学科的发展，特别是随着抗日战

争的全面爆发，面对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，姜琦

自觉地意识到，国民的道德教育问题应当引起教育

领域的足够重视。他在反思中国道德教育发展历程

的基础上，认为中国以往的道德教育存在根本性缺

陷，即在各级学校中德育科目只讲如何进行道德教

育，而忽视了道德教育究竟是什么的基本问题，缺乏

关于道德 教 育 的 基 本 理 论 知 识 的 认 知 和 把 握。因

此，继２０世纪初出版《中国国民道德概论》等之后，
他于１９４４年 又 先 后 出 版 了《训 育 与 心 理》《德 育 原

理》《中国国民道德原论》等专著，对国民道德教育问

题进行了系统性的深入研究。融教育心理、道德教

育等基本理论与具体实践于一体，是以上诸书的鲜

明特点。
《训育与心理》除探讨“坊间已出版的一般教育

心理学”的基本内容外，“特重视行为、品性及情绪方

面之养成，对于整个人格之训练原理、原则，特别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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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”，在“略 述 现 代 各 派 教 育 心 理 学 之 得 失”的 基 础

上，“从三 民 主 义 教 育 哲 学 立 场”构 建“一 新 的 或 说

‘训育心理学’教育心理学说”，“弥补以往教育心理

学偏重学科学习方面（智力方面）之缺点”［９］（Ｐ１）。
《德育原理》分“道德之概念”“道德之本质”“道

德之法则”“道德之内容”“道德之变态”“道德教育”
“传统道德”“道德运动”“道德测验”“道德与真、美、
神”“道德之目的”等章，“一面阐发道德教育的理论，
一面讨论道德教育的实践问题”，“企图将种种的理

论，贯注于实施之中”，“虽也多力引征欧美名家道德

学说”，“但均以阐发中国道德的哲理为旨趣”，致力

于构建“三民主义之渊源于中国一贯的仁爱忠恕的

道德精神”的“德育之理论与实施”［１０］。
姜琦认为，他在１９１７年出版的《中国国 民 道 德

概论》，受当时社会情形和世界潮流的影响，只讲了

怎样发展健 全 人 格，过 于 侧 重 个 人 自 由，但 时 过 境

迁，已经不能适用于抗战建国的新形势了。他强调：
“深深觉得伦理建设是决定我中国的命运之一件最

重要的因素。因此，我就不揣谫陋，聊尽国民所应有

的一分天职，发愿编纂这部书（即《中国国民道德原

论》）。”［１１］（Ｐ２）本书共十章，分别为“绪沦”“国 民 道 德

之意义”“中国国民道德之本质”“中国国民道德之现

象”“中国国民道德之法则”“中国国民道德之纲要”
“中国国民道德之教育”“中国国民道德之实践”“中

国国民道德之目的”及“结论”，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

为基本宗旨，力倡忠、孝、仁、爱、信、义、和、平等中华

优秀传统文化的国民道德教育，注重融基本理论与

德育实践于一炉。
其实，国民道德教育的探究是姜琦面对抗战建

国的时代任务、自觉构建和积极推行国家核心价值

观教育理论体系与实践原则的理论成果。在以上著

作出版之际，我国著名科学家、教育家、文学家、音乐

学家顾毓琇基于“新中国的建设，必须以伦理建设为

经，以他种建设为纬，伦理的精神，必须贯注到各种

建设之中”的判断，强调姜琦国民道德教育著作“出

现于近日中国社会亟需伦理建设与各级学校积极推

行训导之际”，“我们认为很有意义，很足称述”［１０］。
姜琦所谓的“教育设施”与“教育理论”相对，主

要是指中国教育的政策、措施及其具体实施等。全

面抗战期间，除研究教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外，姜琦

还对中国学 制、大 学 教 育、师 范 教 育 以 及 中 小 学 教

育、农村教育、侨民教育等诸多问题作了深入研究。
限于篇幅，以下暂观前三者。

关于中国学制。针对当时中国教育学制“支离

破碎”“各级学校间之系统相互脱节”的弊端，姜琦指

出，中国的学制应“有所通盘计划”，并提出“三大原

则”：“一、中国教育的数量需要普及，二、中国的教育

质量须要适应，三、中国教育的数量与质量须要相互

调剂”。“数量普及”虽指“把一切教育———自幼稚教

育起以至于高等教育止———都严厉地普及起来”，但
主要指属于“一般教育”的“小学教育”，这种教育不

分性别，不分种族，“尤其不分阶级”，主要“教儿童以

关于职业上所需要之初步的知能及培养成他们从事

某种职业之刻苦勤劳的习惯和服务社会事业之克己

牺牲的精神”。“质量适应”即“按照儿童底智能之高

低及其兴趣和志向之如何授以各种各样的教育”，它
与逐渐趋向“专门教育”的“中等以上各阶段的教育

有密切的关系”。“数量与质量相互调剂”指“谈到数

量不可忘掉它底质量，谈到质量又不可忘掉它底数

量”，即“谋数量与质量之综合”，如中等以上各阶段

的教育在注重“质”的同时，倘若“能够做到充实和多

样的地位，那么，一切青年子弟底智能有所发展，材

能有所造就，兴趣有所表现及其志向有所遂行。这

就是重质同时重量的意思”。在时间分配上，主张实

行“小学六年，初中三年，高中三年”的制度，高等教

育则视专业而定［１２］。
关于大学教育。姜琦认为，当时的中国 大 学 教

育存在偏重专业知识而忽视道德品性、身体素质等

问题。他指出，“教育机关，尤其大学，如果只知讲解

知识，甚至只知灌输书本上底知识，而不知同时训练

或者培养青年子弟日常做事和终身做人的德行，那

么，这种教育是一种偏枯的教育，并不是一种全面观

的教育”［１３］。他强调，“大学教育之特质”在于“知识

教育与道德教育应该谋相合一”，“以‘知’为先，‘行’
为重’”［１３］；应将“知识传授”“德行陶冶”“身体锻炼”
结合起来，“使‘教’与‘训’打成一片或使‘训’与‘导’
化为一体”，贯彻“教”“训”“导”“管”“卫”的统一［１４］。
此外，为了训导能够到达理想的效果，他主张在导师

分配上应区分并合理分配“宗教的教师”“审美的教

师”“理论的教师”“经济的教师”“政治的教师”“社会

的教师”等“六 种 型 式”［１５］；在 与 学 校 各 学 科 及 课 程

关系上，“学校训育尤其大学训导并非单靠训导本身

所能奏效，乃必须与学校课程上所有一切学科互相

联络，方克有济”［１６］。
关于师范教育。缺乏师资是当时中国比较突出

的社会问题，师范教育引起姜琦的特别重视。他对

中国近代 以 来 的“师 范 教 育”发 展 历 史 作 了 细 致 梳

理，将其划分为“诞生时期”“发育时期”“衰微时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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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死灭时期”和“复活时期”，并对各阶段的得失利弊

予以总结和评判。在此基础上，姜琦提出“促成它可

以发展”的若干意见：在“名称”上，不宜采用“师范学

院”，建议使用“师范院”“高等师范学校”或“师范大

学”；在“设置”上，应“一律独立设置，而不可附设于

各大学之内”；在“统制”上，为防止旧日师范教育所

易造成的“北 高 师 派”“南 高 师 派”“武 昌 高 师 派”等

“分门别户、互相倾轧”，建议“与其取地命名，不如以

数字为记号称之为‘国立第一……’‘国立第二……’
等等，……并且在训练的时期中，把各个学校底学生

互相调动……学校校长和教员也时常互相调动”；在
“课程”上，全国高师要“统一”，且“以哲学、历史、音

乐、体操为绝对的必修科，其次论理学也是一种必修

科。因为这些科目无论于德性、思想、志向、兴趣、体
魄都有莫大的帮助的缘故”［１７］。

三、“创造成一种可以适应于中国社会的

特殊性的新教育”

姜琦对于构建中国化的教育思想与实践有着高

度自觉，致力于探索和开拓中国自己的教育发展之

路。他在秉持“三民主义”精神宗旨的同时，注意借

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方法，广泛察知世界教

育思潮，以期在中国“自身底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”
的基础上，“创造成一种可以适应于中国社会的特殊

性的新教育”。
虽然姜琦对其《教育哲学》“有偏于唯物论的辩

证法之嫌”［５］曾作出检讨和修正，但在全面抗战时期

的教育思想中，姜琦实际上依然没有摆脱马克思主

义唯物辩证法的影响，甚至是积极地予以借鉴和采

纳。他提出的“实践的民生的辩证法”，是由低级阶

段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不断“生长”。而这种“生长”，
一是“一 定 先 有 一 个 三 民 主 义 的 社 会 组 织 作 为 根

据”，二是“由量 变 到 质 变”，三 是 符 合 于“‘正’‘反’
‘合’这一个公式”。同时，在讨论中国教育思想与实

践系列问题时，姜琦大量地运用了“普遍性”与“特殊

性”基本思维，致力于在世界教育思想的“一般”原理

基础上创建出中国自己的“特殊”的教育思想，认识

到“谈到普遍性不可忘掉特殊性，谈到特殊性也不可

忘掉普遍性”，“所谓‘一般’，一定是由许多特殊事实

里面把握的；设使离开特殊事实，那么，所谓‘一般’，
就无所附着，不啻‘空中楼阁’一般”［５］［７］。这些观点

明显地展现出社会基础决定上层建筑、“正反合”的

螺旋上升、由量变到质变以及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

性等马克 思 主 义 唯 物 辩 证 法 的 核 心 要 义。不 难 发

现，全面抗战时期，姜琦教育思想特别是其教育哲学

思想的构建，依然积极借鉴和采纳了马克思主义唯

物辩证法的基本理论，甚至可以说，马克思主义唯物

辩证法在抗战时期姜琦建立自己教育思想过程中发

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。
姜琦早年留学日美，并游历过欧洲主要国家，对

西方国家的现代教育思想与实践有着很好的认知和

把握。全面抗战时期，在研究教育思想过程中，姜琦

同样将中国教育发展放置于整个世界大背景中，展

现出宽广的世界眼光。他指出：“我们在说明三民主

义教育以前，则不能不先把世界教育思潮做一度分

析的研究，然后再来拿我们底三民主义教育与他们

比较，看看彼此有何共通之点及我们底三民主义教

育之特殊性究竟何在。”［１８］他认为，近代以来特别是

在当代，世界上主要有三种教育思潮：一是“法西斯

国家的教育之趋势”，即当时的德、意、日等国的教育

思想与实践，以国家或民族为至上，具有集中化、军

事化、民族化、农村化特点；二是“社会主义国家的教

育之趋势”，即苏俄或苏联的教育思想与实践，以共

产主义为最高原则，具有平等化、生产化、政治化特

点；三是“民主主义国家的教育之趋势”，即英、美、法
等国的教育思想与实践，它以自由平等为基本原则，
具有平 等 化、社 会 化、个 性 化 特 点［１８］。姜 琦 指 出，
“中国 底 现 代 教 育 之 改 革，还 是 受 西 洋 教 育 之 影

响”［１９］，世界各主要国家的不同教育思想“可以充作

吾人参考资料及研究方法”［１６］。
尤其值得关注的是，姜琦对历史上的中国独特

社会文化发展道路有着清醒的文化自觉，较早地形

成了努力探索“中国化”教育思想与发展道路的使命

自觉，更在全面抗战时期明确提出了构建“中国教育

哲学体系”的重大学术问题。他指出，世界上的任何

国家，“不拘其是资本主义国家也好，或社会主义国

家也好，它必有它的历史的背景和哲学的基础存在

着，并非凭空虚构的”［１２］；“大凡一个国家，必有她自

身底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；因此，她又必根据她自身

所有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创立一种独特的主义作为

建国和治国之基础”［２０］；“世界上任何国家均必须有

其自身的建国与治国之历史背景与社会条件；因此，
此等国家又均必有其自身的一种哲学体系并据此哲

学体系而 产 生 的 国 家 教 育 宗 旨”［１６］。基 于 此，姜 琦

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初，自觉地提出了“创造一种新教

育哲学以解决当前的中国问题”，主张“要站在中国

自身的社会上去研究‘中国教育哲学怎样地建设’这
一个问题”［５］，“中国的教育目标应该照顾我们本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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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的特殊性，去创造成一种可以适应于中国社会

的特殊性的 新 教 育 目 标”［１８］，在 探 索 中 国 教 育 思 想

独特发展道路方面，展现出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

自信。姜琦遗憾地指出，虽然２０世纪以来，中国学

者发表和出版了不少教育思想或教育哲学的著述，
但它们有些是“短篇论文，并非是一本有系统的体系

之教育哲学的著作”，即使是已有的著作“却未曾说

出中国教育究竟需要哪一种教育哲学”［５］。虽然因

受时代条件限制而将“三民主义”作为当时中国教育

哲学的基本宗旨，但姜琦始终强调，中国教育需要教

育哲学在符合“世界的潮流”“教育的原理”基础上，
符合“中国历史的背景”和“中国现代的要求”［５］。

２０世纪初，中国的教育思想与实践仍以引进和

模仿西方为主，但当时的姜琦已明确提出了中国教

育发展之路的“发明”问题。姜琦不仅是我国研究教

育学特别是教育哲学的最早学者之一，而且是在宽

广的世界眼光中自觉地将教育思想与实践进行“中

国化”探索和构建的最早学者之一，他的这一思想在

全面抗战时期逐渐趋向成熟。尽管因受时代条件所

限而将三民主义视为中华民国教育思想与实践的基

本原则，但他在构建“适应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的新

教育”方面 所 具 有 的 高 度 自 觉、巨 大 勇 气 和 艰 苦 探

索，值得思考和总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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